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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厘清长江中游各城市群大气环境容量的演变特征，为科学制定适应减缓的政策提供技术支撑。本

研究基于 1961～2016 年气象台站定时观测资料，采用国标法计算了中游城市群近 56a 大气稳定度、混合层厚度和

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结果表明：近 56a来，中游城市群大气稳定度基本以中性类居多，稳定类次之，不稳定类最少。

武汉城市圈中性类频率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达到-3.4%/10a,不稳定和稳定类则表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分别为 1.9和

1.5%/10a;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不稳定类频率变化均不明显；但中性类频率上升趋势显著，分别为 0.3 和

1.2%/10a,稳定类频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分别为 0.3和 1.1%/10a。武汉城市圈春、夏季混合层厚度要高于秋、冬季；

夏、秋、冬三季均呈现下降趋势，分别为 0.1、6.0和 43.9m/10a,春季呈上升趋势，达到 9.3m/10a。环长株潭城市

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四季混合层厚度均为下降趋势。年内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呈倒“U”型分布，峰值出现在夏季，

秋、冬季为低值时段；56a 来各城市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渐下降，下降速率分别为 1.6×104、0.9×104 和

1.8×104(km2/a)/10a。近 56a大气稳定度增加，混合层厚度下降以及风速减小是中游城市群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减小、

大气自净能力减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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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是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1]。当前，全球社会既面临人类活动造

成的气候空间客体活动的强度和规模激增，又面临气候变暖等因素造成的气候容量空间的明显萎缩。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

用下，目前许多地区气候容量空间正在趋于饱和，甚至有些地区还出现了超载[2],气候风险总体正在不断升高，未来社会经济活

动和生态环境建设的气候容量空间已经十分有限，气候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气候容量包含了众多关键影响因子，其中大气环境容量评估作为气候容量的重要组成。大气环境容量是在给定空气体积中

和给定时段内，当某种污染物在给定平均浓度水平上，其产生量(源)和大气清除量(汇)达到平衡状态时，该平衡量为在此平均浓

度阈值下的大气环境容量[3,4]。研究大气环境容量将为制定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控制和治理大气污染提供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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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已具备较成熟的评估模型以及较丰富的成果应用。大气环境容量估算的基本方法[5]主要有基于总量控制系数 A

值法和点源控制系数 P 的 A-P 值法、利用线性规划优化各点源排放量的线性优化法和基于空气质量模式模拟污染物浓度的模式

模拟法
[6,7,8,9,10]

。与模式法和规划法相比而言，A值法使用简便，可操作性强。徐大海等
[11]
根据中国大陆 378个气象站 1975～2014

年共 40a 的逐日有效地小时观测数据，计算出了逐日、逐年平均的大气环境容量系数 A 值系列，探讨了各重现期的大气环境容

量系数在不同控制区面积、时段所对应的容量及其相应空气质量的关联[12]。许启慧等[13]采用 A值法计算了河北省大气环境容量，

分析了其气候分布特征和长期变化趋势。刘新等[14]分析了内蒙古呼包鄂地区大气环境容量与气象要素之间的相关性。鲁洋等[15]

基于修正 A值法评估率水流域的大气环境容量，系统分析了主要大气污染物的环境容量对各参数变化的敏感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圈为主体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国土面积约 31.7万 km2,

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长江经济带三大跨区域城市群支撑之一，也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全方位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

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在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2015 年 4 月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发展目标

和任务中明确指出着眼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促进城市群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格局。 

气象条件是影响大气环境容量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影响着区域大气扩散、稀释能力，从而影响大气环境容量[2]。大气环境

容量主要受风速、大气稳定度、混合层高度等因素的影响
[16]

,亚洲季风的年际变化
[17]

、北极海冰的变化
[18]
对大气环境容量也有重

要的调制作用。大气环境容量的自然属性决定了其必然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针对中游城市群大气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还很

少。本研究利用中游城市群 31个地面站的定时观测资料，对中游城市群大气稳定度、混合层厚度和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的变化趋

势进行探讨。开展该地区大气环境容量研究和评估，科学制定的适应减缓的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有助于地方政府制

定相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适应政策提供服务，为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同时也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或城市圈开

展气候容量相关研究，特别是不同区域的气候容量指标体系和阈值研究提供技术方法指引。 

1 数据和分析方法 

1.1数据 

考虑台站迁徙及资料稳定性，选取收集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共 3 省市 31 个县市(其中武汉城市

圈 9 个站、环长株潭城市群 9 个站和环鄱阳湖城市群 13 个站)的气象台站 1961～2016 年定时观测资料，选取的气象要素为风

速、总云量、低云量和降水量。其中，为方便日常气象业务应用，考虑到云量观测资料的限制，云量为逐日 14时观测风速。因

观测业务调整，2013年以后部分站点取消了云量的观测，利用临近站点的数据进行线性回归插补至 2016年。研究中气候基准期

选取 1981～2010年。 

1.2分析方法 

大气稳定度是表征气温垂直分布的重要参数，当大气层结处于稳定状态时，大气扩散能力差，污染物不易扩散。大气稳定度

有多种定义和分类方法，如理查逊数、莫林-奥布霍夫长度、温差法、风速比法等，本研究采用 Pasquill-Turner法中的稳定度

等级分类法，按照风速、总云量、低云量、太阳辐射等级将大气稳定度分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较稳定和稳定

六级。 

采用 Pasquill稳定度对大气稳定度等级进行分类[19],大气稳定度分为 3大类，即不稳定类(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

中性类和稳定类(较稳定和稳定),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大气稳定度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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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风速(m/s) 

太阳辐射等级 

3 2 1 0 -1 -2 

≤1.9 A A-B B D E F 

2.0～2.9 A-B B C D E F 

3.0～4.9 B B-C C D D E 

5.0～5.9 C C-D D D D D 

≥6 D D D D D D 

 

其中，A～F分别表示强不稳定，不稳定，弱不稳定，中性，较稳定和稳定六级。 

混合层是湍流特征不连续界面以下湍流较充分发展的大气层，其厚度就是混合层厚度，厚度越大，越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

稀释。大气混合层厚度的确定有国标法、罗氏法、干绝热法等，罗氏法需要局地修正，而干绝热法需要探空资料。为了解长江城

市群大气容量的分布情况，本研究采用国标规定，利用地面常规气象观测资料，包括太阳高度角、云量(总云量、低云量)和风速，

由公式计算出混合层厚度[20],当大气稳定度为 A、B、C、D时： 

 

当大气稳定度为 E和 F时： 

 

式中：h为混合层厚度(E、F时指近地层厚度，单位：m);U10为 10m高度处平均风速(单位：m·s
-1
),>6m·s

-1
时取 6m·s

-1
;αs、

bs为混合层系数；f为地转参数；ω为地转角速度，取7.29×10
-5
rad·s

-1
。φ为地理纬度，单位：(°)。 

本研究采用 A-P值法，是最简单的大气环境容量估算方法，其特点是不需要知道污染源的布局、排放量和排放方式，就可以

估算该区域的大气环境容量，对决策和提出区域总量控制指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计算大气环境容量系数时涉及大气稳定度

和混合层厚度，两者均是影响大气污染扩散的重要因子。 

采用长时间平衡条件下的简单箱模式
[19]

,仅考虑通风稀释和雨洗作用，并假定大气本底浓度相对于污染物浓度很小，将气块

体积内的大气污染物平衡方程简化[21],得到大气环境容量系数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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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 为大气环境容量系数(104km2/a);VE 代表通风量(m2/s),H 代表混合层厚度(m);Z 表示混合层内某层距离地面的高度

(m);u(z)表示混合层内 z高度上的风速(m/s);Wr代表清洗比，通常取 6×105;R代表降水率(mm/d);S代表单位面积，参照其他研

究取 100km
2
。 

2 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变化特征 

从图 1 可以看出，各城市圈平均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的逐月变化基本一致，呈倒 U 型分布特征，峰值出现在夏季，其中 7 月

大气环境容量系数值均在 11×10
4
km

2
/a 以上，长株潭城市圈 7 月峰值达到 12.9×10

4
km

2
/a,其次 4、8 和 9 月达到 9×10

4
km

2
/a,

春、夏季对流性天气较多，湍流旺盛，大气环境容量系数为年内较高的时段。11、12 和 1 月为全年最低时段，其中 12 月最低，

武汉城市圈 12 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仅为 6.4×104km2/a,其他两个城市圈为 7.0×104km2/a,主要是秋、冬两季太阳辐射较弱，湍

流活动较弱，大气稳定，相应大气环境容量系数较小。 

 

图 1 1961～2016年城市圈平均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月变化 

图 2 给出了 1961～2016 年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年变化。可以看出，近 56a

来武汉城市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渐下降，大气自净能力不断减弱。大气环境容量减小速率为 1.6×104(km2/a)/10a,通过了

α=0.001 的信度检验。从年代际变化来看，20世纪 60～70年代大气环境容量系数较大，80年代开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 2011

年以来下降速率不断加快。长株潭和鄱阳湖两个城市圈均呈显著减少趋势，减少速率分别为0.9×104和1.8×104(km2/a)/10a,均

通过α=0.001的信度检验。年代际变化上，长株潭 20世纪 60～80年代均呈增加趋势，80年代开始减少速率加快；鄱阳湖城市

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的变化趋势与武汉城市圈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近 6年减小速率明显加快。 

3 大气稳定度变化特征 

3.1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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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给出了 1961～2016年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圈 3 类大气稳定度频率逐年变化。可以看出，3 个

城市群多年的大气稳定度基本以中性类居多，稳定类次之，不稳定类最少；武汉城市圈的不稳定平均频率为 25.7%,中性类为 43.3%,

稳定类为 30.9%;环长株潭城市圈的不稳定平均频率为 17.8%,中性类为 59.6%,稳定类为 22.5%;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不稳定平均频

率为 17.7%,中性类为 63.2%,稳定类为 19.1%。3个城市圈相比较可以看出，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中性类比例最高，环长株潭其次，

武汉城市圈的不稳定和稳定类比例均是最高的。 

 

图 2 1961～2016年武汉城市圈(a)、环长株潭城市圈(b)、环鄱阳湖城市圈(c)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年变化 

 

图 3 1961～2016年武汉城市圈(a)、环长株潭城市圈(b)、环鄱阳湖城市圈(c)三类大气稳定度频率逐年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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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a以来，武汉城市圈平均稳定度频率有明显的变化趋势，其中，中性类频率有显著的下降趋势，变化趋势为-3.4%/10a,通

过α=0.001 的信度检验；而不稳定和稳定类则表现显著的上升趋势，变化趋势分别为 1.9和 1.5%/10a,且均通过α=0.001的信

度检验。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不稳定类频率变化均不明显；但中性类频率上升趋势显著，变化趋势分别为0.3和1.2%/10a,

而稳定类频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变化速率分别为-0.3和 1.1%/10a。 

3.2月变化 

武汉城市圈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高，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其发生频率分别为 43.3%、31.0%和 25.7%。中性类

稳定度的频率各月都在 36%以上，10月出现最小值(36.8%),1月出现最大值(50.0%)。季节变化也表现为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高，

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中性类较其他两类偏高明显，特别在冬季达到极值，不稳定类和稳定类有明显的季节差异。

不稳定类在冬季出现频率较低，春、夏两季相对较高，均在 28%以上；而稳定类则相反，在冬季的频率较高，春、夏季出现的频

率相对较低。 

 

图 4 1961～2016年武汉城市圈(a)、环长株潭城市圈(b)、环鄱阳湖城市圈(c)三类大气稳定度频率逐月及季节变化 

环长株潭城市圈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高，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其发生频率分别为 59.7%、22.5%和 17.8%。中

性类稳定度的频率各月都在 50%以上，7月出现最小值(50.6%),3月出现最大值(68.0%)。季节变化也表现为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

高，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中性类较其他两类偏高明显，尤其在春、冬季达到最大，不稳定类和稳定类有季节差异。

不稳定类在冬季出现频率较低，夏季相对较高，为 22.1%;而稳定类则相反，在秋、冬季的频率较高，春季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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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鄱阳湖城市圈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高，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其发生频率分别为 63.2%、19.0%和 17.7%。中

性类稳定度的频率各月都在 56%以上，8月出现最小值(56.3%),3月出现最大值(70.8%)。季节变化也表现为中性类稳定度占比最

高，其次是稳定类，不稳定类占比最小。中性类较其他两类偏高明显，尤其在春、冬季达到最大，不稳定类和稳定类有季节差异。

不稳定类在冬季出现频率较低，夏季相对较高，为 23.7%;而稳定类则相反，在秋、冬季的频率较高，春季出现的频率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环鄱阳湖城市圈中性频率最高，环长株潭其次，不稳定频率武汉城市圈最高，另外两个城市圈相当，而稳定频率

与不稳定特征基本一致。 

4 混合层高度变化特征 

14时基本是一天混合层厚度最厚的时刻，因此用这个时刻值表示当天最大的大气容量值，图 5分别给出了 1961～2016年各

城市圈大气混合层厚度年均及四季变化。武汉城市圈春夏季混合层厚度要高于秋冬季，其中以冬季混合层厚度为最低(471.4m),

秋季次之(624.0m),春季(686.0m)、夏季(733.1m)最高；除春季外，夏、秋、冬三季均呈现下降趋势，减小速率分别为 0.1、6.0

和 43.9m/10a,夏季变化不明显，秋、冬两季分别通过α=0.02和α=0.001 的信度检验，冬季下降趋势显著。春季的上升速率为

9.3m/10a,通过α=0.02信度检验，且 2000年之前呈阶段性下降趋势，2000年左右转变为上升趋势，平均混合层厚度从 670.8m

上升为 720.8m。2000年以来，春季冷空气次数明显增多，南北气流交汇频繁，大风日数和不稳定频率的增加是春季混合层厚度

发生变化的可能原因。 

环长株潭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圈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其大气混合层厚度均从高到低依次是夏、秋、春、冬季。长株潭四季

混合层厚度均为下降趋势，夏、秋、冬季分别通过了 α=0.1、α=0.01 和 α=0.001 的信度检验，其中冬季下降速率最大，为

15.2m/10a;鄱阳湖四季混合层厚度均为显著下降，且下降速率均超过 20m/10a,其中冬季为 37.8m/10a,秋季为 31.7m/10a。 

表 2 1961～2016年各城市圈大气混合层厚度四季均值及变化趋势和显著性 

城市圈 指标 冬季 春季 夏季 秋季 

武汉 平均值(m) 471.4 686.0 733.1 624.0 

 速率(m/10a) -43.9 9.3 -0.1 -6.0 

 显著性 0.001 0.02 -- 0.02 

环长株潭 平均值(m) 611.5 706.1 836.2 727.5 

 速率(m/10a) -15.2 -0.9 -8.6 -9.8 

 显著性 0.001 -- 0.1 0.01 

环鄱阳湖 平均值(m) 589.5 661.2 757.8 721.6 

 速率(m/10a) -37.8 -22.2 -27.2 -31.7 

 显著性 0.001 0.001 0.001 0.001 

 

各城市圈平均大气混合层厚度随月份变化趋势较为一致。在春、夏季混合层厚度较大，最大值均出现在 7月，3个区域分别

为 832.9、922.9、816.5m。秋、冬两季较小，最小值均出现在 12 月份。主要原因在于春、夏季对流性天气偏多，稳定类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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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层高度相对偏高；而秋、冬季大气较稳定，混合层高度相应的也偏小。各城市圈的平均风速最大值出现在均在 7月(图略),

而最小值出现在冬季尤其是 10～12月，与混合层的变化一致。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根据 A 值法，利用中游城市圈 31 个气象站的定时观测资料，分析了中游城市圈 1961～2016 年的大气稳定度、混合层

厚度以及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等的变化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图 5 1961～2016年武汉城市圈(a)、环长株潭城市圈(b)、环鄱阳湖城市圈(c)平均大气混合层厚度年均及四季变化 

(1)三个城市圈多年的大气稳定度基本以中性类居多，稳定类次之，不稳定类最少。武汉城市圈中性类频率有显著的下降趋

势，不稳定和稳定类则表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环长株潭和环鄱阳湖城市圈的不稳定类频率变化均不明显；但中性类频率上升趋势

显著，稳定类频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2)武汉城市圈春、夏季混合层厚度要高于秋、冬季；夏、秋、冬三季均呈现下降趋势，春季呈上升趋势。环长株潭城市圈

和环鄱阳湖城市圈变化趋势比较一致，四季混合层厚度均为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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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各城市圈平均大气环境容量系数的逐月变化基本一致，呈倒 U型分布特征，峰值出现在夏季，春、夏季对流性天气较多，

湍流旺盛，大气环境容量系数为年内较高的时段。近 56 年来各城市圈大气环境容量系数逐渐下降，减小速率分别为 1.6×104、

0.9×10
4
和 1.8×10

4
(km

2
/a)/10a。 

本文在计算区域总量控制系数(A值)所使用的干、湿成降参数较为宏观和粗燥，并未考虑化学清楚过程，这些都有待在以后

的研究中进一步量化[13]。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加强重污染过程与环境容量之间的对应关系，通过分析多年气象条件变化对 PM2.5浓

度和重污染强度、频率的影响，分析影响环境容量的关键因子的变化趋势，筛选出中游城市群/城市“典型重污染时段”,解析重

污染季节的区域/城市大气环境容量。另外，应借鉴 CMAQ、CULPUFF等模型在大气环境容量方面的应用经验，探讨在空气质量和

环境影响等多种因素约束下的大气环境容量计算方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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